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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兴起、进展与实践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

许刘英

［摘    要］  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本土化”向来是一个不断被提起并热议的论

题。教育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意识随即兴起，这一时期其

“本土化”的目标主要在于“本土契合性”， 即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要如何契合中国的语言、社会

和文化条件等方面。随着社会学及教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现实问题的密切结合，

尤其是近代中国学者在参与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努力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构建教

育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资源和现实素材的基础上，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得以不断

发展。回顾和梳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不仅能促进教育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进一

步发展，也可为当前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相关理论问题之探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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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本土化”向来是一个不断被提起并热议的论题。围绕本土

化论题，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或针对的问题不同，或论证的角度不同，但都为中国学术的“本土化”做

出了贡献。一般来说，中国学术的“本土化”大致经历了两个过程：首先是西方学术知识体系与方法

在中国社会的导入和传播的过程，进而是联系中国社会实际，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通过对西方学

术知识体系与方法的反思而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上述两个过程相辅相成，共同推

动着近代中国学术的“本土化”a发展。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面临着“本土化”的

问题，“本土化”意识随即兴起，这一时期其“本土化”的目标主要在于“本土契合性”，即教育社会学

的教学和研究要如何契合中国的语言、社会和文化条件等方面。随着社会学及教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与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现实问题的密切结合，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学者参与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的实践过

程中，努力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资源和现实素材，“本土化”研究才得以不

许刘英，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南京 210097）。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

目“学术史视野下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与乡村建设互动研究”（14YJC880094）阶段性成果。

a现代社会科学中“本土化”（Indigenization）一词最早出现并流行于 20世纪中期以后，当时在相同的涵义上多使用“某国
化”一词，如近代中国社会学就曾使用过“中国化”的表述。鉴于社会科学“本土化”概念在今天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内涵，同时
为了论述的方便起见，本文统一称“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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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向前发展。

一、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兴起

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里，很早就注意到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并蕴含着丰富的教育社会学思想。

如《周易》注重从宏观上，特别是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上来阐述问题，对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有比较精到的见解a。《论语》对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教育与人的流动以及教

育与社会环境等问题也做了深刻的阐述。b尽管如此，但始终未见有如西方教育社会学这样专门论述

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独立学问。因此，与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在近代中国的学术体系里，教育社会

学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

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社会学，于20世纪初期借“西学东渐”之风，通过译介国外（主要是欧美和

日本）教育社会学理论著作，逐渐传到中国。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的译介对于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

展来说，不仅是基础性的工作，而且是必经的过程。实际上，自国外教育社会学传入中国之日起，学术

研究“本土化”过程即已展开，这是因为源自欧美和日本的教育社会学著作，其受众对象原本都是针

对其本国人的，运用的自然是其本国的语言文字，译介这些教育社会学理论著作首先面临的便是如何

契合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问题c，同时也“融汇了译者对原词的理解与对中国教育的价值诉求”d。对于

这一点，近代中国学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如《自然界》在其“发刊旨趣”开宗明义道：“我们若把西洋

的科学变成中国的科学，在这工作中最重要的条件，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本国的文字语言为适切

的说明”e。罗家伦也曾在其《中国若要有科学，科学先说中国话》一文中强调指出“要本国（即中国）

真有科学的基础，必须是科学的思想，都有本国适当的语言文字，可以表现出来逐渐的流入民族下意

识里面��必须如此，科学在这个民族思想里面，久而久之，才能生根，才能发生自己的科学。”f但无

疑也对译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无怪乎当时有学者这样喟叹道：“译书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体，因为各

国文字的特性不同，在甲国文字中只须一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译成乙国文字每每要用几句话才能把

他的意思传达出来；有时在甲国文字中须用许多说话方能把一件事体说明，译成乙国文字便觉得冗长

繁琐。”g所以，他们在确保忠实于原著思想的基础上均采取“意译”的方式。这方面，以陈启天翻译美

国学者史密斯（W.R.Smith）h《教育社会学的导论》一书的下半部分最具代表性。陈氏并非逐字逐句地

翻译原文，而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理解程度及行文习惯，从第三章开始只是译述其大意，不再完全按

照原著行文的次序，有时夹叙夹议一些中国教育问题以求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进而增添读者的兴趣。i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国外教育社会学在形式上实现了“本土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外教育社

会学的译介构成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第一步。

1922年，我国第一本教育社会学专著——陶孟和撰著的《社会与教育》问世，标志着中国教育社

a杨昌勇：《论〈周易〉的教育社会学的思想》，《齐鲁学刊》1994年第 1期。

b隗峰：《试析〈论语〉中的教育社会学思想》，《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版）1997年第 4期。

c黄绍伦：《中国解放前社会学的成长》，载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编：《社会学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
176—181页。

d曹春平，张斌贤：《从缮性至心智训练——Mental discipline在中国的引入》，《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7年第 4期。

e佚名：《发刊旨趣》，《自然界》1926年第 1期。

f罗家伦：《中国若要有科学，科学先说中国话》，《图书评论》1932年第 1卷第 3期。

g［美］杜威：《明日之学校》，朱经农，潘梓年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译者序言第 1页。

h史密斯（W.R.Smith，1875—1937），美国社会学家，教育社会学学科创始人之一。1909年在美国堪萨斯州州立师范学校
开设教育社会学课程，1917年出版西方第一本教育社会学教科书《教育社会学导论》，1923年参与创建美国教育社会学学会。
主要著作有：“An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Sociology”）（1917）“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1928）等。

i［美］史密斯：《应用教育社会学》，陈启天译，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译序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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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的创立，此后，教育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在各大学普遍开设。据调查，到20世纪30年

代中期，全国共有31所高等院校开设了教育社会学课程。a除课程设置外，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增设了

教育社会学系，“以作专精的探讨”b，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科建制已渐趋成熟和完备。然而，与课

程设置及学科建制相比，教育社会学教材建设却相对滞后。自1922年教育社会学创立以来，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所出版的教育社会学书籍不到十本，且大多是译著，真正属于国人自行撰写的教育社会

学著作仅有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即便是此书，也因其“编译色彩过于浓厚”而为时人和后人所诟

病。c1931年，蔡元培在《申报》上发表了《国化教科书问题》一文，指出采用外国教科书是文化落伍

国家接受现代知识所“不得已的过渡办法”，“用这种书教中国学生，学习时既不免有隔膜惝恍的弊病，

将来出而应世，亦不能充分应用。”d为此，他领衔组织成立了包括文理、政治、工商、医学、教育等各学

科专家在内的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委员会，发起“课本中国化”运动，即提倡大学里使用中国人自

己编写的教科书。e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雷通群将他在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讲授教育社会学时所使用

的讲义编成《教育社会学》一书，书中“例言”部分明确指出“本书的宗旨，在使教育社会学成为中国

化”，“本书的用途可充专门大学的教科用书”，f如赵廷为在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讲授“教育社会

学”课程时就曾用这本书作为教材。该书先是作为“厦门大学教育学院丛书”出版，后又被列入商务

印书馆“大学丛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雷氏也因此成为提倡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第一人。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主要在于“本土契合性”，即教育社会学的教学

和研究要如何契合中国的语言、社会和文化条件等方面，g对教育社会学在中国发展适用与否还没有

积累多少实际的经验，所以也谈不上对社会学及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批判和反思。随着社会

学及教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实际问题的密切结合，教育社会学“本土化”意识不断向前发展。

二、 教育社会学“本土化”与中国教育实际问题的结合

20世纪30年代后，经过中西文化论战，国人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有了更深入的反

思，如有的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的社会科学本来不是中国的，所以这几十年来中国一切属于社

会科学的教科与著作，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贩卖洋货，所谓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工作不外下列三种：一，

讲授外国的教科书；二，抄袭外国的著作编成教科书或讲义；三，将外国书翻译成汉文。所谓中国社会

科学家大概也都脱不了这个窠臼”，认为这种社会科学理论对认识中国社会“帮助甚少”，中国的社会

科学应以认识中国社会特殊性为旨归，呼吁学术界应加强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科学研究。h由此，如

何将西方移植过来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研究并在研究中探索本学科“本土化”的发展

道路，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的主流。

这项工作最早始于社会学，1930年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演讲时，提出了建设一

种“中国化”社会学的主张。他认为：“如能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

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

a许刘英：《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 63—64页。

b沈冠群、吴同福：《教育社会学通论》，南京：南京书店，1932年，编者序第 1页。

c肖朗，许刘英：《陶孟和与中国大学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端》，《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 1期。

d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1931—1935），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 42页。

e许力以：《中国出版百科全书》，上海：书海出版社，1997年，第 885页。

f雷通群：《教育社会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例言第 1页。

g杨国枢：《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载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台湾中央研
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2年，第 180—181页。

h燕客：《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科学》，载谢冰编《独立评论文选》，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 98—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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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化的社会学，此诚今后之急务。”a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者很快予以响应，在他们看来，教育社会学

“确实应该从实际生活中去探求，才能名符其实的”b。不仅如此，这种认识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充

分的说明：其一是从学科起源看，教育社会学学科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教育发展满足不了社会

的需要，由此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其中也包括教育问题，人们在解决这些社会及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意

识到须将教育现实和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尤其要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对教育现实问题加

以研究，可以说，对教育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是教育社会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其二是

从学科导入看，最早译介的杜威《学校与社会》一书，是由于其能解答中国当前学校和社会严重脱节的

重大问题，尤其是“与吾国教育以痛切之针砭”c而受到学界的极力推荐并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的。

这种认识一度成为近代学者撰写教育社会学研究著作的重要目标。雷通群在其《教育社会学》一

书“例言”中曾明确说道，该书“尤重中国现时教育界之实用”，并将全书体系严格区分为“原理篇”和

“实用篇”。在“实用篇”中，作者特别强调运用社会学原理和方法针对中国教育（含学校教育和社会

教育）的实际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内容包括学校进化的程序、社会进步与学校的关系，以及社会化思想

指导下的学校教育目标、教育行政、课程、教学法、职业教育等问题的探讨。d陈翊林在说明其撰写《教

育社会学概论》的原因时写道:“十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学院以及普通师范学校多设有此学科（指教

育社会学——笔者注），任学生选习。不过教材多系取诸美国，甚至采用美国的原本，不胜合于中国学

生之用。著者有见于此，久有意于撰述一本教育社会学，以中国实际社会为讨论的根据”e。卢绍稷也

在其所著《教育社会学》一书中特别列出“教育社会学之应用”一篇，其目的在于“将教育社会学原理

应用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上，关于学校行政社会化、课程社会化、教学法社会化、训育社会化、社会

教育民众化，以及教育调查方法等，均一一加以论述，使读者得知教育社会学之价值。”f有的学者甚至

强调：“各种教育之有赖于教育社会学，比任何教育科学为甚”g。

在这种认识指导下，教育社会学成为时人分析、研究中国各种教育实际问题的主要工具，并被赋

予了更科学地解释本土教育现实问题的期待，这在民众教育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民众教育一般认为

是由西方传入的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等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

事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非常重视民众教育，在1928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就通过

了《实施民众教育案》，将民众教育列为配合“训政”的重要措施。此后，1933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公

布了《修正教育部组织法》，在社会教育司掌管事项中第一条便是“民众教育事项”h，民众教育成为了

社会教育工作的首要事业，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不过，自民众教育兴起以来，对于“什么是民众教

育”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将其等同于社会教育或成人教育，也有人认为它是扫盲教育或识字

教育。但从事民众教育的专家和学者都清醒地认识到，民众教育的实施应该以社会需要为依据，明确

社会的特性，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因为“个人生存于社会，不能离社会而生活，从来不曾有过真

正生活于社会以外的个人”i，所以必须将民众教育置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来分析，制定相应的目的、

内容、设施，以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人，进而创造出优良的社会。在他们看来，社会学的基本原理，是

a孙本文：《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载陈书德、许妙发编：《中国社会学史资料汇编》，上海大学文学院内部教学用
书，1986年，第 210页。

b庄泽宣：《一门大学功课不讲演不看书的尝试》，《教育与人生》，上海：中华书局，1946年，第 59页。

c［美］杜威著：《学校与社会》，刘衡如译，北京：中华书局，1921年，序言第 3页。

d雷通群：《教育社会学》，例言第 1页。

e陈翊林：《教育社会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叙第 1页。

f卢绍稷：《教育社会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序言第 1—2页。

g张雲缙：《教育社会学与民众教育》，《民众教育季刊》1932年第 2卷第 2号。

h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教育（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1页。

i陈礼江：《民众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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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民众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诚如《教育社会学与民众教育》一文所言：“民众教育的目标，若不报

告社会生存的原则而规定之，则其目标必错误，民众教育的实施，不根据民众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形，则

其结果必不大”，“社会生存的原则是什么？民众生活的现状是怎样？这两个问题，若非请教社会学先

生，则无从得到正确的答案”a。

显然，基于中国现实问题意识的“本土化”主张，不仅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同时强调在本土问

题的选择上要充分体现出中国特殊的社会现实，即中国是一个乡村本位的社会，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

础，“乡村教育，是各种乡村问题的先决问题，各种乡村事业的基本事业。”b于是，教育社会学与近代中

国乡村建设运动相结合成为其“本土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 乡村建设运动与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是抗日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为

广泛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近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晏阳初甚至将其提升到更高的位置，认为这

是近代以来继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之后的第六次民族自救运动。c教

育社会学学者积极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来，在他们看来，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应是中国教

育社会学研究的重点课题，d学界也应在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过程中推动教育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不

断发展。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术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最能代表近代中国学

者教育社会学学术研究水平的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原因固然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教育社

会学与近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密切结合是其获得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

有力的因素，正是在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学人教育社会学“本土化”意识得到进一

步增强。从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者的参与方式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部分学者通过运用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的原理与方法对近代中国乡村教育进行系统的理

论阐述，这方面以余家菊最具代表性。余家菊是近代中国最早关注乡村教育问题并予以研究的学者。

1919年，《中华教育界》刊登余家菊的《乡村教育的危机》一文，此为“国中言乡村教育之第一文”e。

在余家菊看来，乡村教育直接是乡村的问题，间接就是社会的问题，“这是从社会学立足点看，不能不

促进乡村教育的一种理由”f，并有感于当时对乡村教育问题“能依学术的见地，为系统的整个搜讨者，

既不多见，而能依事实的需要为全盘的筹画者，亦未之前闻”g，进而依据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的基本

原理，分别围绕着乡村教育之社会背景、目的、体系三方面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撰成

《乡村教育通论》一书，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者系统研究乡村教育的重要理论成果。有学者读

后给予较高的评价：“通论中欲求其言整个的乡村教育能方方顾到而有系统的搜讨者，实不易多觏”，

它是“一本可称为‘通论’之书”，并极力向国人推荐此书道：“凡研究乡村教育的人或研究教育的人，

都得一读本书”h。余氏也由此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者中系统研究乡村教育的突出代表。

当然，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者中关注乡村教育并予以系统分析和论述绝非余家菊一人，雷通

群、卢绍稷也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雷、卢两人也同样有乡村教育研究专著问世。雷通群曾强调道：

a张雲缙：《教育社会学与民众教育》。

b傅葆琛：《乡村运动中之乡村教育》，《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 22卷第 4期。

c马秋帆，熊明安主编：《晏阳初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 189页。

d［德］鲁塞克著：《社会学与教育》，许孟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译者序言第 3页。

e章开沅，余子侠主编：《余家菊与近代中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390页。

f余家菊：《乡村教育运动底涵义和方向》，《中华教育界》1921年第 10卷第 10期。

g余家菊：《乡村教育通论》，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自序第 1页。

h石玉昆：《乡村教育通论》（书评），《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 22卷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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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讨论乡村教育者，须先得正确的社会学观念，庶免蹈于畸形的论调”a，而“国内所梓行的乡村教

育专书，千篇一律的肤浅谫陋，无足以供大学程度之研究，即以供中等学校的教本，仍多似鸡肋之无

味”b，遂撰成《中国新乡村教育》一书。卢绍稷则批评当前关于乡村教育的各种书籍“俱不能使读者

得一‘乡村教育’之概念”，c尤其是乡村教育的整体观，因而主张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来对乡村教育

进行系统研究，同时撰成《乡村教育概论》一书。不过，雷通群和卢绍稷对乡村教育的研究与余家菊

也有着明显的区别，突出地表现在雷、卢两人倾向于将有关乡村教育的论述作为其构建“本土化”教

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素材和基本内容，而余家菊则是专论乡村教育，把乡村教育作为教育社会学

“本土化”过程中的专题而展开深入的研究，因而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有所不同。

第二，部分学者围绕着乡村社会现实所开展的社会调查和教育调查也对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

推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一方面，社会调查及教育调查的行为本身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着

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进程。众所周知，近代学者将教育社会学从西方导入中国的同时也将其基本

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及教育调查移植进来，当时不少学者主张，要使中国教育得到发展，必须推行

教育调查。d但此类调查毕竟是西方科学研究发展的产物，其具体的方法技术也是根据西方社会实际

的需要而制定的，因而它们在中国的运用首先必须考虑到中国社会情形，尤其是“要顾到中国的民间

生活状况而规定出适合中国情形的方法及技术来”。e当时从事社会调查及教育调查的学者，除了须

满足自己特定的需要外，f也十分注意“能在社会科学上有相当的贡献”g，这方面尤以廖泰初最具代

表性。廖泰初在借鉴西方社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倡导“居住调查法”，并利用对

山东汶上县教育作实地调查的机会加以应用尝试，成果集中体现在《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

省汶上县教育研究》一书中。费孝通称其读了这本书后，“对于社区研究有坚决的信仰”h。廖氏自己也

坦言，他在山东汶上县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中发现很多有趣的事实，i“有些事实不是亲眼见到，真不易

教人相信”，j由此更坚定了他提倡和开展以“乡村社区”为核心的中国教育研究途径。廖泰初认为，

乡村社区教育研究的优点就在于它“对一切社会事实作综合性关联性的探讨，注意到一切事实配搭勾

连的慎密；尤属可贵的就是对原野或是实地研究的认识，作居住研究的尝试”k，并强调乡村社区研究

特别适合作为中国教育研究的新途径及发展方向，因为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背景深厚，“一

切社会改造，文化各部门的估价，善恶优劣的问题，须得在整个研究结束之后”，“在田野材料充实以

后，才能有所根据”l；更进一步来讲，“中国教育研究要有出路的话，必种根在大多数劳苦民众的身上，

他们要有出路，中国的教育研究才有出路”。m

另一方面，通过实际调查而获得的大量有关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状况的数据和资料，为近代中国

乡村教育的研究和乡村建设的开展提供了大量的事实依据和科学指导。“详究乡村之各种事实，报导

a雷通群：《中国新乡村教育》，上海：新亚书店，1932年，第 7页。

b雷通群：《中国新乡村教育》，“序”。

c卢绍稷：《乡村教育概论》，上海：大东书局，1932年，序言第 1页。

d余子侠，王海凤：《陶行知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G.D.Strayer师承关系考析》，《教育研究与实验》2018年第 2期。

e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晏（阳初）序第 2页。

f如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即是为了满足晏阳初定县乡村实验的需要；由李柳溪主持、许仕廉和杨开道指导的
《社会调查与邹平社会》是应山东邹平县乡村建设的需要等。

g李文海：《社会调查：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一场‘真正的革命’》，《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二编），福州：福建
教育出版社，2009年，“前言”。

h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 393页。

i这些事实如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女人根本是用不着识字的，她们的生活不要“字”的帮忙。参见廖泰初：《动变中的中
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出版地不详，1936年，第 78—79页。

j廖泰初：《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新途径——乡村社区的教育研究》，《教育学报》1938年第 3期。

k廖泰初：《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新途径——乡村社区的教育研究》。

l廖泰初：《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新途径——乡村社区的教育研究》。

m廖泰初：《中国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提要初稿》，《教育学报》（燕京大学）1940年 4月，第 5期单行本，第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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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之实际状况，提供有力之建议，以备作为改良我国乡村社会之张本”，a是当时大多数学者开展乡

村社会和教育调查的基本出发点，有的学者甚至将其看成学科价值的重要体现，如许仕廉曾指出：“从

社会学的观点上，对于一个地方，用相当的时间，作数量分析的研究，较之普通用概略的方法叙述社会

生活为有价值。”b许氏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聘请的第一位中国籍专任教师，1926年开始担任燕京大

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致力于燕京大学社会学学科建设，其关于“本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构想中将社

会调查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并提出了三个具体办法：“一是中国的社会学教员应自己进行社会学研

究，决不能借一本外国书便糊涂了事；二是应多设社会研究所或社会调查所；三是使学社会学的学生

注重实地考察。”c他在《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学作为一门高深研究的科目，

可分为理论研究与社会服务两项，而要进行社会服务必须同时从事实地调查d。在他的亲自实践、倡导

下，创造了一批为后世所称道的社会调查成果，如《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邹

平市集之研究》《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Ching Ho ：A Sociological Analysis）等。其中《一个市镇调查

的尝试》是许仕廉在1928年主持燕京大学对北京清河镇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详细考察了

清河镇的历史、地理、商业、人口、婚姻家庭、教育等方面。这次调查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0年2月

在清河镇创办“清河社会试验区”打下了基础，也为日后燕大社会学系师生参与清河实验区各项改良

活动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第三，部分学者将西方社会学及教育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现状相结合，构建出一种

新的理论学说和方法，最后又将其运用到近代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去，在实践中推

动着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进程，而各种乡村教育实验区则成为这种“本土化”的“实验室”，e这方

面以崔载阳和邰爽秋两人最为典型。崔载阳自1927年任教于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系，一年后参与创办

了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直至1949年，在国立中山大学任职长达二十余年，是国立中山大学教

育研究所的核心人物。f期间，他以中华民族传统思想资源为基础，又借鉴杜威、涂尔干等人关于教育

与社会关系的思想学说，构建了“民族中心教育”的理论。他认为，民族是近代现有社会最高的形式，

民族中心教育必须以民族为中心，中国民族的本质是“协进”，那么中国教育的本质理应也是“协进”，

民族中心教育的本质就是协进，是“协同迈进，协力上进，协和上进”，内涵包括“培养民族成员、改进

民族家乡、建设民族国家、开辟民族国际”。g民族中心教育理论的提出，实现了他“不左右抄袭，不

泥古眩今，惟向世界取雨露，从乡土吸营养，使旧根出新芽”的教育理想。h然而，崔载阳的目标不满

足于此。1935年，他以研究所为平台创办了龙眼洞乡村教育实验区，通过实验其“民族中心制小学课

程论”，实现“以乡村小学为中心，而改进乡村社会”的宗旨i。一年后，为“谋整个理想教育系统之树

立”j，他领导教育研究所筹办以“县”为单位的乡村教育实验区——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实验区主

要围绕三个方面来展开工作：（1）以农村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2）以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大众知能；

（3）以农村政治建设为各项建设之纲领。k在崔载阳看来，无论龙眼洞乡村教育实验，还是花县乡村

教育实验，它们在教育研究所中都占有非常重要位置，是教育研究所事业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整个

a李培林，渠敬东等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 797页。

b许仕廉：《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社会学界》1931年第 5卷。

c许仕廉：《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社会学杂志》1925年第 2卷第 4号。

d许仕廉：《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社会学杂志》。

e李培林，渠敬东等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册），第 374页。

f许刘英：《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 203页。

g崔载阳：《民族中心教育的基本理论》，《教育研究》1935年第 60期。

h崔载阳，方惇颐：《民族中心小学课程实验的总报告》，《教育研究》1938年第 85＆86期。

i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教育研究所：《本所研究事业十年》，出版地不详 1937年，第 44页。

j崔载阳：《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教育杂志》1935年第 25卷第 7期。

k王璋：《合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进行计划大纲》，《乡村建设半月刊》1936年第 6卷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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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本身将来能成为一个有机体，自有其独特的生命。如此自非将教育上科学的研究与哲学的研究

同时兼顾，同时发扬不可。由科学的研究以揭发一切精确的客观的教育事业，由哲学的研究以找出一

些最高价值的教育原理（即他所提出的“民族中心教育”——笔者注）。然后由实验教育工作负责把

双方的研究成果加以配合，使双方的理论都能发为各种行动，行诸实际，以为改革整个国家教育之张

本”a。

邰爽秋则通过借鉴杜威、史密斯、欧文·金（Irving King）b等西方教育社会学学者的思想学说，c

如教育与生产、生活密切联系，教育的社会效率，教育的社会化等，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如教育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教育的大众化等，提出了“民生本位教育”思想。他认

为，任何教育不应离开民生，“民族教育应以民生教育为基础，乡村教育应以民生教育为脊干，民众教

育应以民生教育为灵魂，生产教育应以民生教育为归宿”d；反之，忽视民生的根本需要会导致“民族

教育之基础落空，乡村教育之没有脊干，民众教育之缺少灵魂，生产教育之忽视分配”e。因为无论是

民族教育和乡村教育，还是民众教育和生产教育，它们都不过是当时中国教育界人士从社会某一部分

需要出发，如“有的说过去的教育忽略了中国的现势，于是乎提倡民族教育；有的说过去的教育太偏

重于城市，于是乎提倡乡村教育；有的说过去的教育是少数人的专利品，于是乎提倡民众教育；有的

说过去的教育只能养成士大夫，于是乎提倡生产教育”，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教育不是从社会的“真正

需要”出发，只有民生教育才是从中国大多数民众所真正需要的教育出发。f为实验“民生本位教育”

的各项主张，1933年邰爽秋以大夏大学教育学院为学术平台，从教育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出发组织“念

二社”（因该年是中华民国廿二年，读作“民国念二年”，所以也叫做“念二运动”），并以“念二社”为

具体形式，创办梵王渡普及教育实验区。1935年春，他又在“念二社”基础上，发起成立“念二运动

促进会”，同时由于深感“民生本位教育”实验有扩大的必要，遂将梵王渡普及教育实验区范围推广到

整个沪西农村，成立“沪西民生教育实验区”。邰爽秋创办的“念二社”受到时人的瞩目和高度赞扬，

被誉为“在最经济的设施中求最宏大之效果为鹄的”，且方法“力避抄袭、模仿、空想、玄妙，而含以革

命性的新教育方法”。g不仅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村民众生活的需要，也顺应了20世纪

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乃至整个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是教育社会学学者对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又一贡

献，也为教育社会学在联系中国社会实际方面开辟了又一途径。

总的来说，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是在导入和吸收欧美和日本教育社会学理论资源的基础上产生

的，如何使外国的教育社会学转化为中国的教育社会学，即教育社会学“本土化”问题，始终是近代中

国教育社会学学者关注的中心课题。对他们来说，地域空间及资源是制约教育社会学发展的重要因

素，h之所以要主张“本土化”是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是基于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和

实证资料，“他（指西方社会科学）所代表的概念，各有历史的背景，各有事实的凭据，则完全不是中国

的，而是西洋的”i，因此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社会的文化和经验，“学问之对象虽取诸森罗万有，而言其

a崔载阳：《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之过去现在与将来》。

b欧文·金（Irving King，1874—？），美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衣阿华大学教授，曾师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迈尔斯（Walter.
R.Miles），主 要 著 作 有“The Psychology of Child Development”（1903）、“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A Study in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10）、“The Social Aspects of Education”（1912）、“Education for Social Efficiency：A Study in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Education”（1913）、“The High-School Age”（1914）等。

c这一点在《社会化的教育》一文的参考文献中可清楚地看出。参见《中华教育界》1920年第 10卷第 1期。

d邰爽秋：《民生教育刍议》，《教育杂志》1935年第 25卷第 6号。

e邰爽秋：《民生教育刍议》。

f邰爽秋：《民生教育刍议》。

g唐茂槐：《民族复兴运动中之普教问题》，《大夏周报》1934年第 11卷 4期。

h黄素君：《教师教育视域下澳门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年第 3期。

i燕客：《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科学》，载谢冰编《独立评论文选》，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 98—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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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途径，必以本国的国度为归宿可无疑义”a。这种从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特点出发，强调

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以加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国的材料和经验成为验证西方学术理论

的工具或手段的“经验实证本土化”主张，是西方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在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较为常

见，也是中国学术创建初期“本土化”研究的主要内涵和特征。b相对来说，在此意义上展开“本土化”

问题的探讨，往往直接表现为学科史的研究，视其在中国的引入、应用和研究实践本身就是一个“本

土化”的进程。如力主本土化的代表性学者郑杭生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科学本土化》一书就

曾这样阐述道：“可以认为，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在中国的传入和发展，即是社会学学科的制度化过

程，也是作为社会学的逐步本土化即中国化过程。”c时至今日，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研究仍然是学科

建设的重要内容。d梳理和反思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历程，不仅能够促进教育社会

学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为当今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相关理论问题之探讨提供借鉴和

启示。

（责任编辑：蒋永华  石亚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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